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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 字 时 代 背 景 下，基 层 政 府 开 始 探 索 数 字 治 理。 通 过 整 理 东 部 地 区 ３９７ 个 县 域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的农业创业数据、县域统计年鉴数据和家谱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

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 研究发现：数字治理显著促进了县域农

业创业活动的产生，但是该作用仅在数字治理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后有效。 调节效应分析发现，

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是该调节作用主要对传统种植类农业

创业有效，且在宗族网络紧密时作用强度更大。 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治理降低了企业创业门

槛，使得更多创业者创办小微企业，进而提高了农业创业水平。 据此，政府应加大数字技术在基层

治理中的应用，并且关注传统宗族网络在其中的作用，进而更好实现数字技术对农村基层治理的

赋能，提高农业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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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创业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农业创业更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石。 近年来，中央持续关注创业，“十四五” 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更

是具体提出“优化创新创业创造生态” “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 如何促进创业？ 在

微观层面，创业者特征（社会资本、风险偏好等） 、创业资源（知识资源、资产资源等）和创业机

会（新技术出现等） 是影响创业的关键因素 ［ １－ ４］ ；在宏观层面，政府管制、市场特征 （ 市场规

模、中间投入品价格等）等在创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 ５］ 。 在中国情境下，关系、宗族、集
体主义文化等成为影响创业的独特因素 ［ ６］ 。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其对创业的影响逐渐显现并受到学界关注。 学者研

究发现，数字技术带来了新业态，促进了新企业的产生 ［ ７］ ；政府推动的数字基础设施（如宽带

网络）建设可以显著促进创业 ［ ８］ ，个体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有助于促进家庭创业，且对农村家

庭的影响更大 ［ ２］ ；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带来了创业机会均等化，促进了农村居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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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尤其对“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 有更强的创业激励作用 ［ ９］ ，而
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 ［ １０］ ；综合互联网使用和数字金融特征

的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 ［ １１］ 。
尽管在技术供给和技术应用层面分析数字技术对创业影响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将

数字技术作为治理工具来分析其对创业影响的研究还不多。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技术赋能

下的数字治理（以下简称数字治理） 成为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工具。 然而，数字治理

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部门数字技术的应用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善了营商

环境；另一方面，尽管依托于数字技术的数字治理来自国家顶层设计，但是其嵌入的是乡村礼

俗社会 ［ １２］ ，需要与基层的乡村治理场域相衔接，如果数字治理带来的新秩序脱嵌于既有的社

会秩序和规范，则各类规则的不一致、不兼容将带来一系列新风险。 同时，作为依托于节点和

连接、生产成本高而复制成本低的网络系统 ［ １３］ ，数字治理技术在应用层面还会存在网络效应

的局限。 可见，数字治理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改善机遇，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 那么，数字治理

能否促进创业发展？ 数字技术在治理领域的应用是否也存在网络效应？ 尤其是，中国情境下

的创业受到中国独特社会情境影响，数字治理能否克服中国独特社会情景带来的广义信任缺

失等问题并促进创业发展？ 本文以农业创业为例，讨论数字治理及其嵌入的社会情境对创业

的影响，进而提出完善中国数字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农业创业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使用 “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

数”作为数字治理的代理变量，定量分析数字治理的影响，弥补了已有相关研究以定性分析

为主的不足。 第二，将中国独特的宗族网络特征作为数字治理嵌入的社会情境要素，进而分

析其对创业的影响，使得研究框架更符合中国国情特色，是对已有创业研究的重要补充。

二、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治理，已有文献主要从概念界定、度量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研究①。 在概念界定

方面，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等较早探讨了数字时代治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ｒ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简称“ ＤＥＧ” ） 的概念，提
出 ＤＥＧ 采用整体性和需求导向的结构，并推进行政流程的数字化 ［ １４］ 。 在中国，数字技术快

速发展且被各级政府广泛应用，诸多研究将治理的内涵与数字化特征联系起来，形成了以政

府为主体的数字治理相关研究。 在早期，学者将数字治理等同于电子政务，其含义是 “在政

府与市民社会、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和“在政府内部的运行中应用电子技术” 以简化行政、事
务处理程序的治理模式 ［ １５］ 。 其后，有学者关注到由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转型 ［ １６］ 。 在数字

平台和社交网络快速发展后，学者进一步指出数字治理的内涵比电子政务、数字政府等更丰

富，数字治理不是单向的信息供给数字化，而是信息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互动过程，是融合了工

具、过程的综合体系 ［ １７］ 。 在数字治理的度量和影响分析方面，已有文献较少，且以案例分析

为主，少量文献做了定量的实证分析。 诸多学者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数字治理的优势并

不必然能实现，尤其在压力型体制下，数字治理的优势难以发挥 ［ １８］ ，而数字技术发展生成的

“新的社会生活空间”还可能冲击既有的社会秩序，进而带来新的风险。 为何数字技术的优

势没有发挥？ 其没有和基层治理优势实现“互嵌耦合”是重要原因 ［ １９］ 。 定量研究方面，苏岚

岚等 ［ ２０］ 在微观个体层面构建了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的指标体系，发现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

身份都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张岳等 ［ ２１］ 使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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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关注以政府为主体的数字治理，因此只综述相关文献。



和阿里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阿里课题组” ）共同编制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的“乡村治理

数字化指数”度量了数字治理，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农业创业指向的是通过创新的思想、技术和商业模式，识别和利用农业领域的机会的过

程，它涉及创建新的企业或在现有农业企业中引入新的经营方式或技术 ［ ２２］ 。 在农业创业指

向的具体行业方面，学界没有标准化的统一界定，有学者认为农业创业既应包括在涉农生产、
加工、流通、社会化服务以及技术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自主创业活动，也应包括直接在这些领

域就业的行为 ［ ２３］ ，也有学者认为农业创业指在种植业、养殖业等传统农业产业领域实施规模

经营、开展新业务和建立新组织等涉农经济活动 ［ ２４］ 。 影响农业创业因素的研究比较丰富。
在微观层面，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获得培训的机会、行业经验、创业经历等都会影响创业决

策和创业结果 ［ ２５］ 。 在中观层面，创业者所处社会网络及其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创业资源的可

能性将影响创业机会和创业结果 ［ ２６］ 。 在宏观层面，创业环境良好、政策引导支持可以鼓励个

人（组织）参与农业创业，并促进农业企业发展 ［ ２７］ 。
综上所述，在数字治理研究方面，相关研究对以政府为主体的数字治理的内涵有较充分

的讨论并形成了较一致的观点，但在度量和影响分析方面，现有文献以案例分析为主，只有少

量研究采用了定量的实证分析。 遗憾的是，对数字治理影响的定量研究仍然很少。 目前对农

业创业研究的文献涵盖了农业创业的概念、特征、影响因素等方面。 这些研究为农业创业者、
政策制定者和行业从业者提供了指导，但在数字治理平台（工具）得到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数
字治理对农业创业带来何种影响的相关研究仍然匮乏。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般而言，创业环境影响个体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过程，恰当的政府管理、建设性的创业文

化有利于创业活动生发。 政府提供的管理 （管制、服务） 是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提

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中国政府开启了治理数字化的实践，提出了“一网通办” 等“创新政

府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国办发〔 ２０２３〕 ２９ 号） 。 政府治理中应用数字技术改变了营

商环境，必然对农业创业带来影响，但是当把农业创业放入传统乡村宗族网络背景下时，数字

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是否会有变化？ 鉴于此，下文从一般意义上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

响机制分析开始，进而分析其嵌入的宗族网络在其中的作用。
（一）数字治理与农业创业

１ ．机制分析

治理是实现秩序、化解冲突、获得共同利益的行为，是公共的（或私人的） 个人和机构管

理（经营）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 ［ １７］ ，其中，
以政府为主体的治理传递的是治理的行政要素和过程导向要素 ［ ２８］ ，本文语境中的治理即以

政府为主体的治理。 对创业者而言，有效的治理可以提供稳定有序的营商环境、降低创业的

交易费用，进而提高潜在创业者实施创业行为的可能性。
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体现为降低创业的交易费用，具体可以分为降低外生交易费

用和降低内生交易费用两方面。 一方面，数字治理平台（工具） 的使用让创业者在创业准备

和实施过程中的部分手续办理和沟通从线下转到线上，并使得政府服务供给更加集中，这无

疑直接降低了创业者信息搜集、沟通和手续办理等外生交易费用，进而直接降低了创业成本。
另一方面，相对于比较确定的外生交易费用，数字治理降低与创业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是其

影响创业行为的更重要的因素。 内生交易费用因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道德风险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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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内生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 ［ ２９］ 。 如果创业者对创业所需手续、流程和未来行政管理情况等

不了解，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更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吃、拿、卡、要” ，从而使得创业所需

交易费用存在不确定性并提高了创业风险①。 农业创业者多为风险厌恶型的农民，其创业时

更关注风险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损失（成本） ，由此，提高农业创业营商环境的确定性成为

稳定创业者预期、激励潜在创业者实施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 如何提高营商环境的确定性？
数字技术赋能的政府治理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技术秩序既改

变了市场秩序，也促进了政府角色转变，使政府工作人员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 ［ １７］ ，这
缓解了潜在创业者与政府互动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少了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机会

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了营商环境的确定性。
数字治理降低创业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而激励农业创业的进一步分析如下。 如图 １ 所

示，假设农业创业者 Ｍ 为风险厌恶者，其创业的效用为 Ｕ， 创业获得经济收益 Ｒ 的概率为 ｐ。
假设在没有数字治理的情况下， Ｍ 有 ｐＡ 概率获得收益 Ｒ Ａ， 有 （ １ － ｐＡ） 的概率获得收益 Ｒ Ｂ，
此时，其创业的预期收益为 Ｒ Ｃ， 预期效用为 Ｕ（ Ｃ） ［Ｕ（ Ｃ） ＝ Ｕ（ Ｒ Ａ） × ｐＡ ＋ Ｕ（ Ｒ Ｂ） × （ １ －
ｐＡ） ］ 。 假设在有数字治理的情况下， Ｍ 可以确定性获得收益 Ｒ Ｃ， 此时的预期效用为 Ｕ（ Ｃ′） ，
对于风险厌恶者， Ｕ（ Ｃ） ＜ Ｕ（ Ｃ′） ， 而确定性情况下获得收益 Ｒ Ｅ 的预期效用也为 Ｕ（ Ｃ） 。 因

此，对于风险厌恶的创业者，在同样的预期收益水平下，提高收益的确定性可以提高创业的预

期效用，进而激励其创业。 甚至当预期收益 Ｒ Ｘ 低于 Ｒ Ｃ 时，只要满足 Ｒ Ｅ ＜ Ｒ Ｘ ＜ Ｒ Ｃ，Ｍ 也有更

高的创业激励。

图 １　 风险厌恶者的创业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１：数字治理有助于促进农业创业活动产生。
２ ．网络效应分析

网络效应是指产品、服务或平台的价值取决于使用它的买家、卖家或用户的数量 ［ ３０］ 。 通

常情况下，买家、卖家或用户数量越多则网络效应越大，产品、服务或平台创造的价值也越大。
可以用梅特卡夫法则来理解网络效应，即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节点数的平方，公式

表达为： Ｖ ＝ Ｋ × Ｎ ２， 其中 Ｖ 为某网络的价值，Ｎ 为某网络内的节点数，Ｋ 为价值系数。 节点

可以是计算机、服务器，也可以是用户。 因存在网络效应，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的作用可能

有非线性特征。
首先，当使用数字治理平台（工具）的个体较少时，在治理中应用数字技术不能有效促进

创业活动的产生。 一方面，当使用数字治理平台（工具）的个体很少时，该平台（工具）能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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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协同价值很小，人们将分配更少注意力去关注平台提供的服务，这降低了用户使用深度，
其作用仅停留在通知发布或信息提交等单向的信息传递方面，不利于其发挥作用。 另一方

面，数字治理平台（工具）上信息和资源的丰富性、共享性受参与者数量的限制，从而限制了

个体创业者在平台上获取必要信息和服务的水平，例如，在用户多的数字治理平台上，因为用

户互动多，会催生更针对细分需求的服务，而用户少的平台很难有相应的细分服务，从而导致

个体创业者难以在数字治理平台上找到适当的服务或支持。 其次，使用数字治理平台 （ 工

具）的个体增多时，数字治理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变大。 依据梅特卡夫法则，当更多的个体使

用数字治理平台（工具）时（即 Ｎ 越大） ，增加一个用户将带来更大的边际价值。 这种网络效

应可以为个体创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此外，个体借

此获取的政府监管、服务等相关信息也更多，从而有助于个体更好把握创业机会。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２：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数字治理超过一定

水平后能更有效促进农业创业活动的产生。
（二）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中的作用分析

经济活动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特征对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 在中国，创
业者利用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构建与其他经营者的商业关系，同时也构建与政府官员的政治

关系，从而弥补资本市场不完善、政策不稳定等对经济活动带来的不良影响。 在中国农村，变
迁中的乡土社会尽管呈现“多元化、异质性和复杂性”等特点 ［ ３１］ ，但是其基于乡土人情、宗族

网络形成的融合“情、理、法”特征的治理体系仍然在有效运作。
数字治理在技术层面高度现代化，但是其嵌入的仍然是有中国情境特色的传统社会。 在

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重要的组织形式，其“基于道德规范和信誉机制约束成员行为” ［ ３２］ ，
这与数字治理标准化、非人格化等典型科层治理特征不同。 两者是否兼容或者不冲突成为数

字治理能否促进创业的关键。 如果数字治理的信息透明、流程简化等因素与宗族网络的社会

规范相匹配，则将形成合力，促进创业活动的生发。 此外，由于数字治理在技术和应用层面都

处于发展初期，离深入普及农村基层并让农民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掌握相关工具和方法还有

很大距离，且存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制度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 １８］ 。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

融合“情、理、法”特征的传统治理能与现代化的数字治理相融合、相支撑，可能弥补数字治理

潜在问题和不足，进而助力数字治理优势的实现。
农业创业者的生产资料和（或）产品、服务对象多来自保留了更多传统文化的农村，这使

得农业创业与农村的传统社会密切相关，如果农村传统的宗族网络比较紧密，有助于创业过

程中潜在纠纷的化解、契约的执行及相关资源的调动，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生发。 尤其是当宗

族网络比较紧密时，更可能与数字治理体系实现优势互补、降低创业交易费用并促进农业

创业。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３：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东部地区作为样本，理由如下：（ １）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常住人口最多

的地区，对全国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 ２） 东部地区县域数字治理发展早、区域内差异

大的特点，更有利于分析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 （ ３）东部地区是中国企业发展和各类

创业最活跃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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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说明、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数据来源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县域农业创业。 借鉴相关研究的定义 ［２４］ ，将直接在传

统农业产业内创建新企业的行为定义为农业创业，本文所指传统农业产业即《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第一产业的四个大类（ ０１ 农业、０２ 林业、０３ 畜牧业、０４ 渔业） 。 农业创

业数据通过作者手工整理天眼查东部地区县域的全样本农业创业数据获得，这样既可以避免抽

样调查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也可以基于实际工商注册数据对农业创业做出更客观的刻画。
２．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县域数字治理水平。 本研究所指数字治理是以政府

为主体的治理，而目前仅有北大阿里课题组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指

数”提供了符合该数字治理含义的县域大样本数据，因此，本研究所用数字治理水平变量为该指

标体系中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 由于北大阿里课题组只提供了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的部分可

比较指标，因此，本文采用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可比较的数字治理指标数据，具体包括如下两个指

标：每万人支付宝实名用户中政务业务使用用户数；所有乡镇中开通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的乡镇

占比。
３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宗族网络，参考已有研究成果 ［ ３２］ ，使用每万人的家谱数

量作为宗族网络的度量指标。 其中，家谱数据通过作者手工整理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家谱知

识服务平台”县域层面的家谱数量信息获得。
４ ．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县域农业创业的因素很多，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为农业经济发

展水平、财政自主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一般而言，
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农业创业机会更多；在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

区，创业者更容易获得创业所需的资本，从而有利于创业；在财政自主程度高的地区，财政更

有能力对农业这个弱势产业提供地方性的补贴和扶持，从而有利于农业创业；在工业发达的

区域，农民更有机会就近就业，从而成为兼业农民，或者将土地流转给规模经营者，从而有利

于留住本土劳动力并促进农业创业。 控制变量主要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 》 （下

文简称《县域统计年鉴》 ）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表 １　 主要变量说明、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单位）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数据来源

农业创业（个 ／ 万人） 新注册农业企业总数 ／ 户籍人口 １１ ．０７ １１ ．５７

０１ 农业大类创业（个 ／ 万人） 新注册农业大类企业总数 ／ 户籍人口 ５．４４ ７ ．６２

０２ 林业大类创业（个 ／ 万人） 新注册林业大类企业总数 ／ 户籍人口 ０．７６ １ ．３８

０３ 畜牧业大类创业（个 ／ 万人） 新注册畜牧业大类企业总数 ／ 户籍人口 ３．８１ ５ ．４９

０４ 渔业大类创业（个 ／ 万人） 新注册渔业大类企业总数 ／ 户籍人口 １．０４ ２ ．９３

天眼 查 《 县 域 统 计

年鉴》

数字治理 ７０ ．００ ２１ ．１９ 北大阿里课题组 “县

域数字乡村指数”
宗族网络（个 ／ 万人） 县域家谱数量 ／ 户籍人口 ０．８９ ２ ．３２ 上海图书馆 “中国家

谱知识服务平台”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万元 ／ 人） 地区农业生产总值 ／ 户籍人口 ０．７１ ０ ．４４

财政自主程度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０．３７ ０ ．２０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万元 ／ 人） 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 ／ 户籍人口 ４．７９ ４ ．２５

工业发展水平（个 ／ 万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 ／ 户籍人口 ３．０１ ３ ．１０

《县域统计年鉴》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１１４ ．１４ ７ ．１８ 北京大学数 字 普 惠

金融指数

　 　 在剔除缺少核心指标的样本后，实证研究样本为东部地区 ７ 省 （ 河北、江苏、浙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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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山东、广东、海南） ３９７ 个县域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的面板数据。 由于农业创业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差距非常大，为避免个别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农业创业变量取对数值

且在 １％和 ９９％分位数做了缩尾处理。 主要变量说明、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数据来源见表 １
（ 为更直观地展示数据分布情况，表 １ 中农业创业相关数据汇报的是未取对数和未缩尾处

理的原始数据） 。
（三）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构建面板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如式（ １）所示：
Ｙ 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Ｇｏｖ ｉｔ ＋ α２Ｃｏｎｔ ｉｔ ＋ δ ｉ ＋ φ ｔ ＋ ε ｉｔ （ １）

式（ １）中，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县域和年份； Ｙ 表示农业创业水平； Ｄｉｇ＿Ｇｏｖ 表示数字治理

水平， Ｃｏｎｔ 表示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模型还控制了县域层面的固定效应 δ 和年份固定效应

φ；α０ 为常数项， α１、α２ 为系数， ε 为随机扰动项。 若 α１ 显著为正，则说明数字治理可以促进

农业创业。
为了验证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非线性影响，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如式（ ２）所示：

Ｙ 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Ｇｏｖ ｉｔ∗ Ｉ（Ｄｉｇ＿Ｇｏｖ ｉｔ £θ） ＋ β２Ｄｉｇ＿Ｇｏｖ ｉｔ∗ Ｉ（Ｄｉｇ＿Ｇｏｖ ｉｔ ＞ θ） ＋
β３Ｃｏｎｔ ｉｔ ＋ γ ｉ ＋ λ ｔ ＋ ξ ｉｔ （ ２）

式（ ２）中， Ｉ（·） 为示性函数，当括号内表达式为真时，取值为 １，反之取值为 ０。 β０ 为常数

项， β１、β２ 和 β３ 为系数， ξ 为随机扰动项， γ 和 λ 分别为县域层面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

应，其余符号含义同式（ １） 。 根据门槛变量 Ｄｉｇ＿Ｇｏｖ 是否大于门槛值，样本区间可以被划分

为两个，其斜率分别为 β１、β２。 若 β１ 不显著，而 β２ 显著为正，或 β１ ＜ β２， 则说明数字治理对农

业创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为了验证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影响农业创业中的调节作用，构建了调节效应模型，如式

（ ３）所示：
Ｙ ｉｔ ＝ ρ０ ＋ ρ１Ｄｉｇ＿Ｇｏｖ ｉｔ ＋ ρ２Ｄｉｇ＿Ｇｏｖ ｉｔ × ＦａｍＴｒｅｅ ｉｔ ＋ ρ３ＦａｍＴｒｅｅ ＋ ρ４Ｃｏｎｔ ｉｔ ＋ τ ｉ ＋ υ ｔ ＋ ζ ｉｔ

（ ３）
式（３）中， ＦａｍＴｒｅｅ 为宗族网络， ρ０ 为常数项， ρ１、ρ２、ρ３ 和 ρ４ 为系数， ζ 为随机扰动项， τ 和

υ 分别为县域层面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其余符号含义同式（１） 。 若 ρ２ 显著为正，则说明

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数字治理能否对农业创业产生显著促进作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２。 回归（ １）—（２）分别为不加和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治理对农

业创业的影响。 回归（ １）—（２）显示，数字治理分别在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农业

创业活动的产生，研究假说 １ 得到初步验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回归（ ２）的估计结果显示，传
统金融发展水平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农业创业活动的产生，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越

高，创业者越容易获得信贷支持，从而有利于创业活动产生。 工业发展水平在 ５％的显著性水

平上促进了农业创业活动的产生，这说明在有较多就业机会的地区，农民通过家庭内部分工

进行农业兼业化经营，从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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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 （ Ｎ ＝ ７９４）

变量名称
农业创业

（ １） （ ２）

数字治理 ０．０１０∗∗∗（ ３ ．２５） ０ ．００８∗∗（ ２ ．５５）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０ ．０６４（ ０ ．１３）

财政自主程度 ０ ．５３０（ １ ．５３）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０ ．０７９∗∗（ ２ ．４３）

工业发展水平 ０ ．１５５∗∗（ ２ ．５０）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 ０．０２１（ － ０．９３）

常数项 １．２１４∗∗∗（ ５ ．９１） ２ ．７１６（ １ ．０２）

县域层面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３８６ ０ ．４１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下表同。

（二）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根据理论分析，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本文以数字治理作为门槛变量，
依次做单门槛、双门槛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检验结果（表 ３）显示，数字治理变量

通过单一门槛显著性检验，数字治理的单一门槛值为 ３６ ．８３０。
表 ３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模型 Ｆ 值 Ｐ 值 １０％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临界值 ＢＳ 次数

数字治理
单一门槛 ２３ ．１３ ０ ．０５８ ２０ ．４９７ ２３ ．５１７ ３０ ．２４４ １０００

双重门槛 １４ ．６７ ０ ．２４９ １９ ．１６０ ２１ ．５７６ ３０ ．００２ １０００

　

表 ４　 门槛回归：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非线性影响（Ｎ＝７９４）

变量
农业创业

（ ３）

数字治理（数字治理＜ ＝ ３６．８３０） － ０．００４（ － ０．８６）

数字治理（数字治理＞ ３６．８３０） ０ ．００７∗∗∗（ ２ ．９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常数项 － ４．３２８∗∗∗（ － ２．８９）

县域层面固定效应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１２

　 　 进一步的回归结果（表 ４）显示，数字

治理水平在低于门槛值的时候对农业创

业的影响不显著，当超过门槛值后，数字

治理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农业

创业活动的产生。 研究假说 ２ 得以验证。
（三）调节效应检验

分析家谱数据的分布情况发现，每万

人的家谱数均值为 ０ ． ８９，但是中位数只

有 ０ ．１９，这表示数据分布有偏，进一步分

析发现，有 １１ ． ０８％的县域每万人家谱数

量不足 ０ ．０１。 由于数据分布有偏，其不同部分的数据可能呈现不同的规律，因此采用分样本

回归来检验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影响农业创业中的作用，以更准确地捕捉不同子样本之间的

差异，并将每万人家谱数低于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宗族网络松散组，将其余样本定义为宗族

网络紧密组。 回归结果见表 ５ 的回归（ ４）—（８） 、表 ６ 的回归（ ９）—（１３） 。
在宗族网络松散组（表 ５） ，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 ０１ 农业大类创业” 中有正向调节

作用。 在宗族网络紧密组（表 ６） ，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 和“ ０１ 农业大类创

业”中有均正向调节作用，且回归（ １０）的系数大于回归（ ５） ，表明在宗族网络紧密组，宗族网

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中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 这验证了研究假说 ３。 此外，回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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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 ０４ 渔业大类创业”中有负向调节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尽管

一般的农业创业多为就近创业，但是渔业养殖受养殖水面地理区位专用性限制，相关创业主

体有更大概率需要跨区域创业，从而使其脱离所属的宗族网络。 进一步，社会网络给网络内

主体带来信息、资源等优势的同时，对网络外主体形成排斥作用。 因此，对于“ ０４ 渔业大类创

业” ，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其创业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
表 ５　 调节效应检验：宗族网络松散组

变量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农业创业 ０１ 农业大类创业 ０２ 林业大类创业 ０３ 畜牧业大类创业 ０４ 渔业大类创业

数字治理∗宗族网络 ０．００１（ １ ．５５） ０ ．００３∗∗∗（ ２ ．６７） ０ ．００１（ １ ．００） － ０．００１（ － ０．４９） ０ ．００１（ ０ ．５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８．４２１（ ０ ．７４） － ３．５４３（ － ０．２６） － ５．８７５（ － ０．４０） ２ ．８６５（ ０ ．１４） － １１．８０３（ － ０．５８）

县域层面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数 ３９６ ３９５ ３９３ ３９１ ３６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１４ ０ ．３０５ ０ ．１０１ ０ ．３１０ ０ ．２４２

表 ６　 调节效应检验：宗族网络紧密组

变量
（ ９） （ １０）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农业创业 ０１ 农业大类创业 ０２ 林业大类创业 ０３ 畜牧业大类创业 ０４ 渔业大类创业

数字治理∗宗族网络 ０ ．００５∗（ １ ．８９） ０ ．００９∗∗（ ２ ．４０） ０ ．００３（ ０ ．９７） ０ ．００１（ ０ ．４９） － ０．００５∗∗（ － ２．２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０ ．１９７∗（ １．９０） ４ ．７９５（ ０ ．４８） ６ ．６９６（ ０ ．６５） ６ ．５９３（ １ ．０５） １２ ．１１２∗（ １．８５）
县域层面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数 ３９８ ３９８ ３９８ ３９７ ３９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８１ ０ ．３９８ ０ ．１１６ ０ ．３１３ ０ ．２４７

（四）机制检验

如果数字治理降低了交易费用进而促进了农业创业活动的产生，那么更可能促进小规模

企业主创业，因为数字治理减少的交易费用给这类企业主带来的边际效用更大。 由于无法获

得企业运行的相关成本等数据，因此，参考谢绚丽等 ［ ９］ 的做法，选择新注册企业平均注册资

本（万元，取对数值）和微型、小型企业占新注册农业企业的百分比为机制变量。 其中，微型

企业、小型企业分别指注册资本低于 １０ 万元、５０ 万元的农业企业。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机制检验：数字治理对企业注册资本和微型、小型企业占比的影响 （ Ｎ ＝ ７９４）

变量
新注册企业平均注册资本 微型企业占比 小型企业占比

（ １４） （ １５） （ １６） （ １７） （ １８） （ １９）

数字治理 －０．０１４∗∗∗（－２．７０） －０．０１４∗∗∗（－２．６２） ０．３５５∗∗∗（５．３５） ０．３２２∗∗∗（４．４８） ０．２２８∗∗∗（４．６７） ０．２０４∗∗∗（３．８２）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常数项 ５．５５１∗∗∗（１６．０２） －８．１８６（－０．７０） ３９．１６１∗∗∗（８．９６） １２７．６６５∗∗（２．０６） ５８．８４８∗∗∗（１８．４０） １５４．５１４∗∗∗（３．２５）

县域层面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６ ０ ．１４２ ０ ．１７６ ０ ．１２５ ０ ．１６９

　 　 数字治理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降低了新注册农业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 在不加入和加入

控制变量情况下，数字治理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新注册农业企业中微型企业的比例。
不加入和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数字治理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新注册农业企业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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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比例。 数字技术应用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得更多小规模企业注册，具体表现为新注册

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更低、微型和小型企业在新注册企业中占比提高。
（五）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①

１ ．内生性检验。 因存在县域农业创业活跃导致政府部门积极应用数字治理平台（工具）
这一反向因果问题的可能性，同时，本研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 对此，采用“同一地级市

其他县域的数字治理指数平均值” （简称“市级均值” ）作为工具变量来进一步检验数字治理

对农业创业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在利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治理仍然显著

促进了农业创业活动的产生。 这也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可靠。
２ ．稳健性检验。 （ １）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更广义的标准界定农业创业，将同属 Ａ

门类的“ ０５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新注册企业纳入农业企业，来进一步检验基准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实证结果表明，前述结论仍然成立。 （ ２）选择子样本。 本文将农业 ＧＤＰ
占比小于 ３％的县域样本剔除后再次对基准模型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建设农业强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离不开农业企业发展和数字治理体系建设。 本文实证

检验了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及宗族网络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治理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农业创业活跃度。 加入工具变量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

题，以及选择子样本、替换农业创业的界定标准后，回归结果依然正向显著，表明研究结论稳

健可靠。 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治理通过降低创业的交易费用进而提高了农业创业活跃度，尤
其是更有利于小规模农业企业创业。 这表明，数字治理的信息透明、程序规范等特征能够降

低创业者信息搜集等外生交易费用，并且增加了农业创业预期收益（成本）的确定性，从而可

以提升农业创业活跃度。 第二，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即其促进作用

在数字治理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后才显著有效。 这种非线性关系也表明数字治理平台 （工

具）应用存在网络效应。 第三，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中发挥调节作用。 研究发

现，整体而言，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传统种植类农业创业方面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在宗

族网络紧密时，该正向调节作用更大。 在宗族网络紧密的情况下，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

渔业大类创业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二）政策启示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而创新创业作用凸显的当下，如何运用数字治理来促进农业创业是

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和农业发展面临的又一挑战。 基于如上研究结论，要发挥数字治理促进农

业创业的作用，应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政府数字治理平台（工具）的推广与普及，进一步提升县域政府的数字治理水

平。 目前，我国各地数字治理水平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还很突出，政府应为相关部门的政务服

务数字化提供指导和支持，以提高基层政府应用数字治理平台（工具） 为农业创业提供服务

的能力。 第二，推进数字治理薄弱县域的政府治理数字化水平提升。 由于数字治理对农业创

业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重点提升薄弱县域政府治理数字化水平对农业创业具有重要意

义。 第三，应认识到传统宗族网络的价值和潜力。 宗族网络作为一种传统社会网络，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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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应重视和利用宗族网络的正向作用，但同时也要关注宗族网络可

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来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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